
现代化理论与政治发展

孙国东

一、 导　 　 论

“政治发展”（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作为当代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伴

随着经典现代化理论产生的。正如澳大利亚政治学者黑格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ｉｇｇｏｔｔ）

指出的，政治学对政治发展的关注，“表征着更具有整全性的现代化理论的一部

分———后者是以那种与其他社会科学所共享的传统与现代二元论为基础的。

这种二元论，以一种把传统视为前国家、前理性化（ｐｒ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和前工业化的韦

伯式观点为基础”①。从政治学内部的发展脉络来看，运用现代化理论模式研究

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问题，是美国政治学界运用科学方法

研究政治问题的逻辑结果。

由于受到科学方法之影响，在横断面的政治研究上，视野也有了突破

性的进展，欧美的政治学者把注意焦点从西方政治制度之比较研究转移到

非西方国家政治之研究，特别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地获得独立

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开始，政治学者们

利用比较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迁，比较不同政治系统的运作过程

或功能。他们使用现代化的理论，来解释已发展和未发展（或低度发展）国

家之间的差异，并探寻其原因。他们广泛地使用“现代”和“传统”等概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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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造成一种逐渐取代民主、寡头和独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极权主义

和宪政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用语

的趋势。①

本文不打算对政治发展的缘起和演变进行详尽的知识梳理，而是拟通过把

政治发展理论的演变置于现代化理论演化的总体脉络中进行观照，以把握政治

发展的理论逻辑。为兼顾论述流畅和重点突出，我将大体上采用“点线结合”的

方式来组织全文的论述，即以现代化的理论演化为线索，同时重点阐述阿尔蒙

德（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Ａｌｍｏｎｄ）、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艾森斯塔特（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和英格尔哈特（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等五位代表性学

者的政治发展思想。具体来说，我将首先以阿尔蒙德为代表，呈现经典现代化

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取向及相应的政治发展思想（第二节）。接下来，我将分

别把亨廷顿和福山的政治发展思想、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

ｎｉｔｉｅｓ）论说及英格尔哈特的新现代化理论，放在右翼保守主义（第三节）、左翼

（第四节）及家族内部（第五节）等三个不同阵营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反思

和推进的理论脉络中，呈现各自的理论取向。不过，本文的旨趣并不是进行“照

着讲”的思想史梳理，而是拟推进“接着讲”乃至“自己讲”的理论建构。为此，在

本文的最后，我将整合前文论述，力图从我主张的“民主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视角，初步阐发一种可充分容纳非西方国家多元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

模式（第六节）。

二、 经典现代化理论与政治发展：阿尔蒙德

（一） 经典现代化理论概览

有三个关键词，可以把握现代化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美国的兴起：冷

战、后殖民主义与乐观主义。二战后，随着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先后独立，西方

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为了对抗苏联意识形态（列宁主义）在非西方的发展

中国家的蔓延，应和着二战后美国的乐观主义情绪（特别是其与现代主义思潮

０１

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 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６页。



的合流），现代化理论家乐观地相信并力图从理论上证明：出现在美国的现代化

进程和现代化成就，同样可以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完美复制。

有三个学术建制，在当时为现代化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学术孵化器”。一是大

学里的系科组织，即社会理论家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于 １９４６年在哈佛大学成

立的社会关系系。正是以该系为基地，帕森斯力图以跨学科合作推进比较社会研

究，从而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基础。二是基金资助的研究委员

会，即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 １９５４年在社会科学理事会主持创建的比较政治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ＣＰ）。该委员会于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主持出版了

“政治发展研究丛书”，引领了当时的政治学者将行为主义和科学研究方法运用

于政治发展研究，促进了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发展领域的运用。三是智库机构，

即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ＩＳ）。作为

现代化理论在外交政策领域拓展的代表，该中心在当时云集了罗斯托（Ｗａｌｔ

Ｗｈｉｔｍａｎ Ｒｏｓｔｏｗ）、鲁恂·派伊（Ｌｕｃｉａｎ Ｐｙｅ）等现代化理论的旗手，致力于就如何

通过使用经济援助等手段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提供政策建议。①

经典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认为现代化

就是从传统社会形态转型为现代社会形态的历史过程。按照亨廷顿的总结，经

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过程有九个典型特征：（１）现代化过程是一种革命性

的过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只有人类起源

的变化和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变化堪与比拟；（２）现代化过程是一种复杂

的过程，它实际上包含着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３）现代化过程是一

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

（４）现代化的过程是全球性的过程，现代化虽然起源于欧洲，但现在已经成为全

世界的现象；（５）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现代化所涉及的整个变化，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解决；（６）现代化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即我们可以识别出所

有社会将经历的现代化阶段；（７）现代化是一个趋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的过程，即传

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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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要高于它们与其传统社会形态的相似性）；（８）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

的过程，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现代化在整体

上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９）现代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在转型时期，现代

化的代价和痛苦是巨大的，但从长远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

的福祉。①

由是观之，经典现代化理论通常包含着以下四种相互支援的理论取向：一是

单线进化的历史目的论；二是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的发展目标乃至发展道

路；三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四是力图超越意识形态的发展目标“趋

同论”②。正是这些在现在看来显得老套的理论取向，被当时的现代化理论家奉

为圭臬，并因此遭到各个不同阵营学者的批判而致冰解云散。

（二） 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

作为经典现代化论者中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较为系统地阐

发了一种具有民主导向的系统功能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需要说明的是，阿尔

蒙德毕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发展的研究，因此，其政治发展思想经历了

较多的变化。特别是他在 １９７８年修订再版的《比较政治学：系统、过程与政策》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ｅ；初版出版于 １９６６年，书名为《比

较政治学：一种发展的取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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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帕森斯指出的：“在一直如此突出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

之下，在价值层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重要要素，这集中体现在我们经常称为‘现代

化’的综合领域中。”当然，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努力，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理论就是真正超越意识

形态的；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雷迅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Ｌａｔｈａｍ）揭示了现代化理论的意识
形态性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内容是关于美国这个民族、它的历史‘发展’以及美国变革它

周围的‘欠发达’世界的能力和责任”；“通过将自己的社会在社会科学中置于一个线性发展序列

的终点”，现代化理论营造了一种“美国力量在非殖民化的时代里扩张的诱人图景”。上引帕森

斯的论述，转引自 Ｎｉｌｓ Ｇｉｌｍ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Ｃ．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Ｓｔａｇ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Ａｍｈｅｒｓｔ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５５；雷迅马的观
点，参见［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１、２６—２７页。



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其他论者（特别是保守主义者）的批评意见。鉴于本文不

是对他政治发展思想的系统研究，而旨在呈现其在经典现代化理论视野下建构

的政治发展理论，我只拟简要讨论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在《发展中区域的政

治》（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１９６０）、《发展取径的政治系统》（Ａ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１９６５）、《比较政治学：一种发展的取径》等著

述中的政治发展思想。

为了充分描述有别于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现象，阿尔蒙德主张向

社会学和人类学寻求理论资源，推进对政治系统的功能分析，即他所谓的“功能

取径的比较政治研究”（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在他看来，

推进功能取径之比较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建构一套新的概念体系———这套概念

体系要富有弹性，能充分容纳非西方世界可能要经历的政治发展过程。为此，

他主张用“政治系统”（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代替“国家”（ｓｔａｔｅ），用“功能”代替“权

力”，用“角色”代替“职责”（ｏｆｆｉｃｅｓ），用“结构”代替“制度”，用“政治文化”代替

“公共意见 ／舆论”，用“政治社会化”代替“公民身份训练”（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①

正如阿尔蒙德在第一次引入“系统”时指出的：

“系统”这一术语满足了我们对这样一种包容性概念的需求：它涵盖了

与做出政治决策有关的所有模式化行为。大多数政治学家出于同样的目

的，使用“政治过程”这一术语。“过程”这个术语的困难在于，它包含着随

着时间而推移的任何行动模式。与过程相反，系统的概念意味着相关单元

的某种整体、不同单元互动之间的某种相互依赖，以及这些单元互动的某

种稳定性（也许最好将其描述为一种动态的平衡）。②

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的政治理论，试图抽象出古今中外所有政治系统的

共同特征和功能，进而基于此推进不同政治系统的比较研究。在他看来，所有

的政治系统，包括最简单的政治系统，都形成了政治结构。在最复杂的政治系

统中可以看到的任何种类的政治结构，在最简单的政治系统中都可以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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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Ｇ．Ａ．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Ｊ． 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４。

Ｇ．Ａ．Ａｌｍｏ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１９５６），
ｐ．３９３．　



们可以基于政治结构专门化的程度和形式，对不同政治结构进行比较。所有的

政治系统都履行相同的功能，尽管其履行功能的频率和形式各不相同。我们可

以基于履行功能的频率、履行功能之结构的种类、履行功能的方式，对不同政治

系统展开比较研究。①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阿尔蒙德力图以“结构”和“功能”为

关键词，对政治系统进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分析。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系统具有三个不同的功能层次及相应的十三个功能要

素：系统能力的层次，涉及的是政治系统与其环境的关系，包括提取资源、规制

行为、分配物品、符号输出及回应性能力等五个功能要素；转换功能层次，即把

输入转换为输出、把要求转换为政治决定的功能，包括利益的表达、把利益聚合

为替代性的政策、把替代性的政策转换为权威性的规则、规则的适用、规则的裁

决、政治交流 ／沟通等六个功能要素；系统的维持和适应层次，即政治系统不断

调整自己以适应其环境为其提供的输入和需求的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和政治

甄选等两个功能要素。②

在阿尔蒙德看来，政治发展关涉的是政治系统的三个不同功能层次之间

的协调发展，即由系统适应功能和系统转换功能在功能表现上的变化所推动

的系统能力的发展。它包括三方面的要素：角色分化（结构分化）、子系统的

自主性与文化的世俗化。其中角色分化，是指政治角色和政治结构功能的专门

化。政治发展意味着用警察、法官、税务官等专门化的角色和结构取代传统社

会大权独揽的酋长或头目的角色和结构。子系统的自主性，是指社会的各个子

系统呈现功能分化的局面，而不是政治或宗教等某个子系统主宰社会生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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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Ｇ．Ａ．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Ｊ． 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１１。

参见 Ｇ．Ａ．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Ｇ．Ｂ．Ｐｏｗｅｌ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ｓｓ．：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６。在 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学：系统、过程与政策》中，
阿尔蒙德重新阐述了政治系统的三个功能层次，并重新归并了其功能要素：系统层次的功能（大

致对应于此前的政治系统的维持和适应功能），包括政治甄选、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交流 ／沟通等
三个功能要素；过程层次的功能（大致对应于此前的转换层次的功能），包括利益表达、利益聚

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等四个功能要素；政策层次的功能（大致对应于此前的能力层次的功

能），包括资源的提取、产品和服务的分配、行为的管制、符号和信息的交流、政治结果及政治反

馈等六个功能要素，参见［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１６—１９、８９—４１７页。



方面面。文化的世俗化，是指政治文化脱离了宗教的约束，遵循世俗理性的原

则。①如果说角色分化（结构分化）和子系统自主性的表征是民主化的政治结构

和社会结构，那么文化世俗化的一个表征是“公民文化”（ｃｉｖｉ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兴起。

在这个意义上，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观具有显见的民主导向。其基本的理论假

设是：一个自主运行、具有某种世俗化政治文化且结构分化的政治系统，具有充

分适应和型塑其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能力，表征着现代政治发展的方向。

与经典现代化理论一样，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面临着诸多批判。比

如，他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化；忽视了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发展中

的区别，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议题的共时性存在；为维护资本主义政治

系统的现存结构提供了理论支撑；等等。②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批评意见，是认为

阿尔蒙德不仅具有显见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而且对西方政治系统功能图谱的

描绘亦不可靠。就前者来说，这是因为他关于政治系统功能要素的概括是以西

方现代政治系统为基准的；就后者来说，这是因为由他从西方政治系统中抽象

出的这些功能要素之组合所承诺的政治图景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正如格鲁

斯（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Ｇｒｏｔｈ）指出的，阿尔蒙德认为西方民主政体的回应能力要比非民

主政体更缺乏历史和实践依据。“对西班牙教会的等级体系来说，在过去三十

年里，佛朗哥将军的保守独裁政权似乎要比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的民主政体或任何可

以想象的复制品都要更具有‘回应性’。生活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一位德国军

官可能认为纳粹政权比其民主议会的前身有更好的‘回应性’。”③同样，阿尔蒙

德认为充分且自主的政治沟通可以消除或至少减少通过自发性暴力、混乱所形

成的“异常表达”的发生，亦属无根之论。“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经验似乎

证实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对实质性政策决定（或缺乏这些决定）的沮丧、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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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Ａ． 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Ｇ． Ｂ． Ｐｏｗｅｌ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ｓｓ．：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６，ｐｐ．２１—２５．

不过，阿尔蒙德不仅不支持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单线进化观，而且对此持明确的反对立

场。在 １９６３年发表的《政治系统与政治变迁》一文中，阿尔蒙德专门讨论了单线进化的问题，
认为不同国家政治发展路径必然有着不同的选择。参见 Ｇ．Ａ．Ａｌｍｏ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ＶＩ，Ｎｏ．５（１９６３），ｐｐ．６—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Ｇｒｏ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ｒｅ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３，Ｎｏ．３（１９７０），ｐ．４９５．



怒和失望可能如此之大，以致表达不满和诉求的合法渠道的存在，并不能充分

替代反叛者的直接行动。”①

（三）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崩塌

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降，由于来自左右两翼的批判及家族内部的反思，更由

于其已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乱象，经典现代

化理论寿终正寝。正如吉尔曼（Ｎｉｌｓ Ｇｉｌｍａｎ）指出的：

现代化理论的危机，只是更广泛的世界历史危机中的一个片段：在第

一世界，这种危机导致了福利国家的持续侵蚀；在第三世界，危机意味着国

家主导的发展理想的合法性逐渐丧失；在第二世界，危机促使苏联体系的

全面崩溃。在这种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我们无需反对现代化理论———它

已不再有意义了。②

经典现代化理论不仅是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支配发展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

更是以基于理性主义谋划的宏大社会理论推动社会科学科际整合和整体发展

的（最后）一次学术努力。福山曾把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二战后移民至美国的

大批拥护 １９世纪欧陆社会理论学者，以及试图建立“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政

治学和人类学的一种整合的即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努力联系起来：

从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末到 ６０年代初的这段时期，也对应着欧洲殖民帝国

的解体和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世界”的出现———新独立的国

家十分渴望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它们的前殖民统治者。诸如希尔斯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ｈｉｌｓ）、勒纳（Ｄａｎｉｅｌ Ｌｅｒｎｅｒ）、派伊、阿尔蒙德、阿普特（Ｄａｖｉｄ Ａｐｔｅｒ）

和罗斯托这样的学者，把这些重大的发展视为社会理论的实验室，同时亦

将其看作利用理论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政治制度民主化

的一个绝佳机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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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Ｇｒｏ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ｒｅ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３，Ｎｏ．３（１９７０），ｐｐ．４９５—４９６．

Ｎｉｌｓ Ｇｉｌｍ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４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Ｍａｃｒｏ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９，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２１０．



因此，那种带有强烈理性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乐观主义色彩的经典现代

化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的崩塌，不仅是某种学科范畴的理论范式的崩

塌，亦表征着一种社会科学学术风格的终结，即那种以宏观理论、宏大叙事、

整体主义、均质性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社会科学学术风格的终结。相应地，

来自左翼、右翼及家族内部等不同阵营的理论家在反思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同

时，也阐发了新的政治发展理论，并借此促进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深刻知识转

向的产生。

三、 保守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从亨廷顿到福山

在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的演化脉络中，亨廷顿是绕不过去的学者。

这不仅因为他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批评者，更因为他堪称（右翼）保守主义

政治发展理论的开创者。作为亨廷顿的弟子，福山发扬了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

论，并在“后冷战”的思想背景下，阐发了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发展理论。

尽管亨廷顿和福山都可归于保守主义阵营，但两者却有着显见的差别。如果说

亨廷顿的保守主义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内涵，那么福山的保守主义则具有文化普

遍主义倾向。其保守主义取向的歧异，在“后冷战”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亨廷

顿的保守主义最终走向了以文明为依归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保守主义则导

向了捍卫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历史终结论”。

（一） 亨廷顿论保守主义

亨廷顿的保守主义立场不仅具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几乎贯穿于其全部的

学术生涯，而且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是其深刻理论反思后的自觉皈依。这集

中体现在其 １９５７年发表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一文中。在这篇充分显

示其政治哲学功底的论文中，亨廷顿在对保守主义进行细致思想史考辨的基础

上，阐述了他所主张的保守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思想史上出现过三种不同的

保守主义概念：“贵族性的保守主义”（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主张把保守主

义与特定阶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反应联系起来，即把它与 １８ 世纪末、１９ 世

纪上半叶封建贵族阶级对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兴起的反应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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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主性的保守主义”（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反对把保守主义与特定群

体相联系，主张将其同正义、秩序、平衡和中道等这样普遍有效的自主观念体系

相联系；“情境性的保守主义”（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则认为“保守主义是一种

用以对抗对任何既定社会秩序（无论该社会秩序存在于何处或何时）之性质或

存在的任何根本挑战（无论该挑战来自何处），证成其正当性的观念体系”。①

亨廷顿认为，“情境性的保守主义”最能充分且全面地体现（作为保守主义

鼻祖的）柏克（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的保守主义信条。这些信条包括六个方面的内

容：（１）人是宗教性的动物，宗教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２）社会是在历史中缓

慢生长的自然———有机———的产物；（３）对人来说，审慎、偏见、经验和习惯比理

性、逻辑、抽象和形而上学更有指导意义；（４）共同体高于个人，人们的权利导源

于其义务；（５）除了在终极的道德意义上以外，人都是不平等的（差异、等级和领

导权是任何市民社会不可避免的特征）；（６）存在着这样的假设，即“赞成任何既

定的政府计划，反对任何未经尝试的方案”。②作为制度性的或内在性的（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意识形态而不是观念性或先验性的（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承诺的是穆伦菲尔德（Ｍüｈｌｅｎｆｅｌｄ）所说的“没有理想的政

治”（Ｐｏｌｉｔｉｋ ｏｈｎｅ Ｗｕｎｓｃｈｂｉｌｄ）：保守主义没有承诺任何观念性或先验性的政治

理想，相反是以捍卫内在的既定制度为鹄的。因此，最能体现保守主义立场的，

只能是情境性的保守主义：它不是依据与某种观念性哲学的相符程度，而是基

于“作为制度之制度的保守主义逻辑、神圣性和必要性”，来捍卫既定制度并使

其免于根本挑战。相应地，不像其他非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没有不断

叠加、持续更新的思想传统：作为对既定制度的情境性反应，保守主义在历史上

的表现是静态的、孤立的、不连续的；它是重复性的，而不是演进性的。

在亨廷顿看来，保守主义不是与任何特定文化样式和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意

识形态（无论这种文化样式和文化传统是与特定的社会群体相关联，还是与普

遍主义原则相关联），而主要与特定时空的既定秩序相关联，并体现为对既定秩

序的捍卫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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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为人类存在所需要的不变的制度性先决条件，提供了智识根

据。它具有崇高且必要的功能。它是以存在（ｂｅｉｎｇ）对抗心智（ｍｉｎｄ）、以

秩序对抗混乱的理性防御立场。当社会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

形态会提醒人们看到某些制度的必要性和既定制度的可欲性。并不是所

有的意识形态都必定是观念性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理论与其他常见的

政治理论有着不同的指示和目的，但它仍然是理论。保守主义不仅仅是缺

乏变化，它还是对变革的明确抵制，即系统化的、理论上的抵制。①

（二）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于 １９６８ 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

治秩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中。该书问世的年份，恰逢现代化

理论遭遇实践挑战的时代：整个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新独立的亚非拉和中东国家并

未按照现代化理论设定的那样，追随其早期殖民者的脚步，走上经济发展和民

主转型的道路，相反却深陷于政变、起义、内战及其他影响秩序的冲突的泥潭不

能自拔。就像福山指出的：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在诸

多方面宣布了现代化理论的寿终正寝。后者实际上认为“所有的美好事物

会成团结块地出现”，而亨廷顿指出，发展的不同维度常常会南辕北辙地运

行。如果社会动员超过了政治制度的发展，新的社会行动者发现自己无法

参与政治系统，就会感到沮丧。这导致了一种他称之为“普力夺主义”

（ｐｒａｅｔｏｒｉａｎｉｓｍ）的状况，这即是叛乱、军变和政府软弱或政府无组织的主要

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个无缝的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由

于政党或法律制度等建制会被创建成或演变成更复杂的形式，政治发展有

自己的独立逻辑。这导致了一种他称之为“政治衰败”（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的

状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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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有两个鲜明的特色：其一，对“政治衰败”的洞察。早

在 １９６５年发表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一文中，他就系统阐述了“政治衰败”

问题。他首先了检视了关于政治发展的既有定义，发现论者常常将其与四个要

素联系起来：理性化、国族整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民主化与大众动员或政治

参与。由此带来了四个问题：（１）将政治发展与现代化联系起来，极大地限制了

该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适用性；（２）把政治发展同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与

政治相关的要素（结构分化、政治参与、国族整合等）联系起来，会让研究者倾向

于假定所有的政治现代性要素会纷至沓来、成团结块地出现，从而使政治发展

失去了分析性的内涵；（３）无法厘清政治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关性，因为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发展，因为政治发展概念所预设的

竞争性民主、社会稳定、国族建构、制度理性化和制度分化等在多数发展中国家

的现代化实践中没有出现；（４）政治发展是单向的概念，无法容纳与政治发展相

对的政治衰败。在亨廷顿看来，为了使其与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现象具

有经验相关性，“政治发展的概念应同时可以界定政治发展与促进政治衰退的

各种境况”。这是因为：“与那些更有希望被定义的对立面相比，关于不稳定、腐

败、威权主义、国内暴力、制度衰落和政治解体的理论，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发

展中’区域的知识。”①

其二，对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强调。作为

一名“列宁主义的柏克派”（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Ｂｕｒｋｅａｎ）②，亨廷顿的保守主义立场集中体

现在他对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化的强调。他的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道出

了他关于政治发展的基本立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立一个合法的

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却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得

先有权威，才谈得上对权威的限制。在那些政府在疏离的知识分子、粗暴的军

官和滋事的学生面前俯仰随人的现代化国家中，权威恰恰是供应缺失的。”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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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凸显对政治秩序的重视，对政治发展的理解应同时兼顾政治动员、政治参

与和政治组织的成长。因此，最好将政治发展界定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

的制度化”①。这样，政治秩序就与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制度化水平紧密联

系起来了。亨廷顿建议用四对范畴测度政治制度化的水平：适应性—刻板性、

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融贯性（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悖异性（ｄｉｓｕｎｉｔｙ）。

如果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运行，同时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

融贯性，那么其制度化水平就高；反之就低。②亨廷顿还以现代化过程中环环

相扣的三种关系，揭示了政治衰败的生成逻辑：社会动员÷经济发展 ＝社会挫

败感（ｓｏｃｉａｌ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社会挫败感÷流动机会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

度化 ＝政治不稳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不能适应社会

动员的要求，就会导致社会挫败感的产生；如果流动机会不能适应社会挫败

感的期待，就会引发政治参与的要求；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不能满足政治参

与的要求，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局面———由政治不稳定颓坠为政治衰败，便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说现代化常常伴随着社会挫败感的产生，那么，要

想消除这种社会挫败感对政治秩序的冲击，政治发展就须同时在增强社会流

动机会与提升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制度化水平这两方面齐头并进、平均

用力。③

亨廷顿对政治秩序的重视，使人们看到了现代条件下政治变迁的复杂性：

政治变迁不仅仅有现代化理论所设定的“发展”一途，还会“衰败”；对发展中国

家来说，相比民主化的狂飙突进，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更为优先的发展议程。由

于“国家”是政治秩序的主要担纲者，亨廷顿对政治秩序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政治学对“国家”本身的重视：“国家”不再像结构功能主义一脉的现代化论

者那样被视为如同“黑箱”般存在的“政治系统”，其本身的自主性和能力开始受

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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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

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传人，非福山莫属。作为亨廷顿的

弟子，福山的保守主义立场更为温和，亦更具包容性。他不仅重视政治秩序，而

且重拾了现代化理论内在承诺的历史目的论，并将自由民主制视为西方和非西

方的政治发展将要殊途同归地汇集于此的“历史的终结”。与亨廷顿相比，他更

全面地洞察到了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并力图提供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理

论指导。正如他在批评现代化理论时指出的：

现代化理论家，为现代性（ｂｅ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赋予了一种很强的规范性价

值。他们认为，现代性的美好事物会成团结块地出现。经济发展、日益变

化的社会关系（如城市化和首属亲属群体的破裂）、更高且更具包容性的教

育水平、朝着诸如“成就”和理性这样的价值观转进、世俗化和民主政治制

度的发展，都被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①

正是为了超越经典现代化理论（及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范式，福山试图阐发

一种以自由民主制为终点，以国家能力、法治、民主问责制为支柱，并容纳经济

发展、社会动员和思想观念变革的政治发展理论，从而试图为“后冷战时代”西

方和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整全性的理论指导。

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为了“重写和更新”亨廷顿《变化社会

中的政治秩序》而专门撰写的两卷本政治发展论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

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

在这两卷本论著中，福山重拾 １９ 世纪的历史社会学和比较人类学传统，力图

通过中间理论的建构重构人类的政治发展史。因此，我们最好不要把福山的这

两卷本论著看作像芬纳（Ｓａｍｕｅｌ Ｅ．Ｆｉｎｅ）的三卷本《统治史》（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那样的政治史著作，而应把它们视为像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那样关于政治发展的政治理论论著。与其说福山要重写人类的政治史，不

如说他要重构关于政治发展理论：他对政治史的关注，是服务于他重构政治发

展理论这一学术旨趣的。明乎此，我们就能更充分地把握福山的政治发展

２２

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Ｍａｃｒｏ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９，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２１０．



思想。

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理论要点：其一，国家、法治和民

主问责制构成现代政治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所谓政治发展就是国家、法治和

民主问责制这三个现代政治要素从无到有、相互制衡的演化过程。其二，政治

发展的目标是“抵达丹麦”：作为政治隐喻的“丹麦”拥有完美平衡的三个政治制

度，即称职的国家、强健的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并且“它繁荣、民主、安全、治理良

好，只有较低水平的腐败”。①其三，唯有将其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始

能充分理解政治发展的社会机理。为此，我们须把政治发展置于经济增长、社

会动员和关于合法性的思想演变中进行观照。换言之，此三者构成了影响政治

发展的三个主要变量。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关于合法性的思想演变，与国家

建设、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的发展一道，构成了福山“政治发展六要素论”的内容。

这六个要素各自独立发展，亦可以多种方式交织在一起。而政治发展的理论，

就是解释这六个要素因果关系的理论。福山把韩国视为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

范例：１９５４—１９９９年的韩国，大致走上了这样一条完整的政治发展道路：国家建

设→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民主转型→合法性模式演变→法治建构；其中，经

济增长和民主转型共同推动了合法化模式演化和法治建构，法治又对经济增长

具有助推作用。但福山并不认为韩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他以韩国为

范例，仅仅是因为其发展的不同维度倾向于相互支持而不是互相拉锯。②不过，

上述理论要点并不足以把握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毋宁说，它们背后的学术取

向和理论特色更值得我们关注。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至少具有如下三个理论

取向和特色。

第一，借由政治史考察挑战了现代政治要素只能在现代产生的流行观念。

福山的考察表明：在现代政治的三大要素中，只有民主问责制是现代以来出现

的，国家和法治都是前现代已出现的政治现象。中国自秦代以来创建了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要素的国家，即有别于家族制（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的非人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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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这要比欧洲早 １８００年。法治在中世纪的欧洲、进入现代之前的中东和印

度已经出现。主要归功于诺曼征服后普通法的引入，英国于 １２世纪建立了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法律制度；主要归功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赢得“叙任权斗

争”、实现“教会变国家”后推进的一系列促进教会法体系形成的改革举措，欧洲

大陆在 １３世纪完成了类似的法治建构。①

第二，尽管同时强调了国家能力与法治、民主问责制，但福山始终把法治和

问责制（特别是由选举民主所确保的程序性问责）视为对国家能力必不可少的

约束，把自由民主制视为政治发展的终极方向。延续“历史终结论”的逻辑，福

山始终把自由民主制视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终点，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民主问责制

的态度上。在福山那里，民主不仅仅是作为理念或价值存在的，而且是与特定

的制度模式———选举民主———相联系的：“今天，程序性问责制的主要形式是选

举，最好是由成人普选实施的多党选举。”②可见，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一

种具有民主导向的政治发展理论，而且这种民主导向具有显见的西方中心主义

色彩。亨廷顿曾指出：“捍卫美国制度需要有意识且清晰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

主义只能来自那些深切关注美国制度之持存的自由主义者。”③福山就是这样一

种保守主义者：他保守的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制度。不过，与亨廷顿不同，福山

的保守主义不是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而是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普遍主义

色彩（这部分解释了“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之间的分野）；如果借用亨

廷顿的说法，福山式的保守主义不是亨廷顿主张的情境性保守主义，而是另一

种与自由、民主、法治等普遍主义原则相联系的“自主性保守主义”。

第三，综上可知，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支持一种最薄版本的多元现代性，即

“实践层面的多元现代性”。依据对现代性之多元性定位层面的不同，可以区分

出三种不同的多元现代性论说：“价值层面的多元现代性”（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即认为现代性的价值本身具有某种开放性，非西方文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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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由西方文化发扬光大的现代性价值之外，想象和

探寻超越其上的新的现代性价值或价值组合；“制度层面的多元现代性”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即认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

代性价值具有普适性，但其制度形式具有文化依赖性，不同文化可以由不同的

制度模式承载和实现这些现代性价值；“实践层面的多元现代性”（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

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即认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性价值和

制度具有普适性，但是每个国家在实现这种价值和制度的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径

上可以因时随地有所不同。尽管同为多元现代性论说，但从价值层面到制度层

面再到实践层面的多元现代性，它们为非西方国家承诺的理念更新、制度创新

或实践开新的自主探索空间呈递减之势。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典型地支持一

种“实践层面的多元现代性”论说。一方面，福山认为，“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发展

起来的价值和制度具有潜在的普遍性”①。另一方面，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实质

上把“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出来的价值和制度”界定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等

“政治现代性三要素”；而他对国家和法治产生于前现代的政治史考察，不仅是

为了挑战政治现代性要素只能在现代产生这一流行观念，更是为了说明每个国

家获得“政治现代性三要素”的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径，具有基于各自社会—历史

条件的内在多样性：西方走过了一条“法治→国家→民主问责制”的道路，中国

完全可以走上另一条“国家→法治→民主问责制”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福山

的“历史终结论”，是一种价值和制度层面的“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及其特定

制度形式“构成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②

四、 从左翼的批判到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论说

自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期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除了受到以亨廷顿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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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保守主义的批判外，还受到了来自左翼阵营的抨击，包括以依附理论和世

界体系理论为代表的左翼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左翼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艾

森斯塔特在 ８０ 年代中期（特别是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主导阐发的“多元现代性”

论说，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左翼遗产的思想延承。

（一） 左翼后殖民主义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依附与世界体系

作为左翼后殖民主义立场的代表，以拉美学者为主体提出的“依附理论”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又译“依赖理论”）和历史学家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３０—２０１９）阐发的“世界体系理论”（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将对非

西方国家欠发展的原因引向了现代化理论所忽视的国际环境，即它们面临着不

平等的世界结构。

依附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发展国家和欠发展国家都是一个全球性体系中的

一部分，而且彼此间有着相互依赖的结构关系。作为一个较为松散的理论流

派，依附理论总体上认为，现代世界有“中心国家”（ｃｏｒｅ ｓｔａｔｅ）和“边陲国家”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之分，由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形成的边陲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

附关系，是前者低度发展的关键所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着大致相同

的旨趣，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本质上，世界体系作品所关切的，乃是导致资本

主义核心世界性扩张的情况。而依赖理论所注目的，是此一扩张对纳入的边陲

所产生的内部冲击。”①

世界体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更复杂和更精致的依附理论。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在“中心国家”“边陲国家”之外，添加了“半边

陲国家”（ｓｅｍｉ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这一范畴，从而可以容纳对中心—边陲关系之历

史的动态分析；二是以多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为代表，沃勒斯坦重新提供了

一种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化历史叙事。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比，世界体系

理论（很大程度上包括依附理论）主要具有三个理论特点。其一，社会科学的分

析单位不同：前者的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或个体，后者则是“世界体系”。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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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展前景的预设不同：前者秉持“趋同论”命题，认

为所有民族国家都将“聚合于美国式的消费导向的工业主义，其个体心理聚合

于个体的高成就取向、普遍主义、集体取向、特异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情感中立性等

方面”；后者则认为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结果是内在于世界体系之中的。其三，

政治倾向（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ｅｓ）不同：“现代化理论是亲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

的，有利于美国地缘政治霸权，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持怀疑态度，倾向于将政治

激进主义视为一种精神疾病。相比之下，世界体系理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原

则上同情那些被（对沃勒斯坦有重大影响的）弗兰兹·法农（Ｆｒａｎｚ Ｆａｎｏｎ）称为

‘地球上的不幸者’的愤怒和关切。”①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基于后殖

民主义立场的一种批判，即认为现代化理论遮蔽并强化了非西方与西方之间的

“文明等级论”。正如阿明（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指出的：

第三世界中业已出现的情况，既不是发展，也不是现代化，而只不过是文

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

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即使撞击的后果对被侵入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

侵入的文明受其种族中心主义与优越感的驱使，仍用诸如“发展”和“现代化”

等词语来描述这种后果，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是，就被侵入社会本身来

说，依从这种习惯用法是可悲的，因为在道义上完全是个投降的标志。②

（二） 左翼后现代主义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属于左翼的另一脉，是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后现代主义思

潮。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攻击现代化的过程不同，后现代主义直接质疑

现代化的目标（理性化、世俗化等）本身的合法性。吉尔曼将后现代主义的兴

起，与 ６０ 年代末和 ７０ 年代初美国社会由一系列社会政治变局引发的“感觉结

构”（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的演化联系了起来：以肯尼迪被刺杀（１９６３年）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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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国内政治危机；以拉美军事独裁政府推翻民选政府的盛行为代表的国际政

治危机；学生激进主义运动；激进环境主义和“深层生态学”（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疾病

和医疗保健模式的转变（“与传染病的斗争已从代表公众健康和消除‘穷人的疾

病’的群众运动的集体行动，转变为在营利性制药公司实验室进行的关于‘富人

的疾病’研究”）；由简·雅各布斯（Ｊａｎｅ Ｊａｃｏｂｓ）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１９６１）所开启的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抨击；

以美国女权主义领袖人物弗里丹（Ｂｅｔｔｙ Ｆｒｉｅｄａｎ）１９６６ 年所创办的“全国妇女组

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ＮＯＷ）为代表的组织所引发的性别转型

（特别是 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对于同性恋权利的关注）；核心家庭的危机（离婚

率的急剧上升、核心家庭的式微等）；由 １９６５ 年新移民法的颁布所推动的移民

浪潮，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归化的挑战；伴随六七十年代美国

的“第四次大觉醒”，新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派等基督教右翼在美国的复兴；７０

年代的经济滞胀与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作为现代化理论失败之直接表征的美国

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越南战争的幕后推手罗斯托，本身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旗

手；他认为，赢得美苏争霸的关键是要推动发展中国家沿着美国模式实现现代

化，其中越南是战略关键）。①正是这些社会政治变局，使论者开始对现代化本身

的可欲性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是在这样的“感觉结构”下产生的。

正如“现代主义”一词因其丰富的多义性而强大一样，“后现代主义”一

词亦是捕捉和描述主要集中于蔑视现代性的诸多不同知识分子运动的一

种有益方式。把激进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环保主义等这些

对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各种批判，视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早期发生的更

广泛知识转向———一个许多学者贴上了“后现代”标签的转向———的一部

分，是有助益的。这些新兴话语所共有的，是对人类统一性的怀疑，对主人

叙事（ｍａｓｔｅ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的怀疑，以及对认为国家（特别是美国）是人类理性

的化身或进步的力量的怀疑。与依附论者和世界体系论者的现代主义批

判形成对照的是，这些新的批判并没有说现代化理论不够理性，而是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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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性的指导这一概念本身是有缺陷的。批评家们开始质疑生活于“理性

社会”的可欲性———“理性的社会”这个短语有点险恶。①

无论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还是后现代主义，它们之为“左翼”，乃因

为它们都洞察并揭示了比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承诺的更具有进步性的发展议程：

相较于唯西方马首是瞻地推进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

身的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相较于高歌猛进地推进科学—理性主义的现代化谋

划，对现代化和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更显迫切。左翼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构成

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降论者重新思考现代化问题的观念平台：大多数对现代化

或现代性的有价值的思考，都会以它们所洞察到的问题为认知基础。也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为左翼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找到独一无二的正统传人。

如果非要为两者找一个共同的学术继承人，艾森斯塔特自 １９８６年（特别是 ９０年

代中期以来）所阐发的“多元现代性”理论堪为代表。

（三） 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理论

作为批判经典现代化理论“趋同论”的最典型论说，多元现代性理论认为，

由于文明遗产和文化传统现代化的差异，不存在任何一种普适性的现代化道路

和模式。印度学者卡维拉吉（Ｓｕｄｉｐｔａ Ｋａｖｉｒａｊ）曾形象地以口音对学习一门外语

的影响，来类比一国文化传统对其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影响：

当正在推进现代化的个体学习新事物时，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会让人联

想到像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就像我们母语的口音总是黏附着我们，并使

我们的英语难堪（它们从内部或底层发挥作用，使我们的演讲听上去像是

另一个不同的演讲）一样，早期实践中的背景性技能在新的实践中发挥作

用，并借由新实践将它们扭曲成了令人陌生的形态。②

多元现代性论说，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延承了左翼后殖民主义（依附理论

和世界体系理论）和左翼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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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其对“现代化≠西式现代化”的系统阐扬，不仅承继了左翼后殖民主

义对西方化的批判立场，而且建设性地纠偏了后者过于重视经济要素和国际环

境，却忽视政治等其他社会要素和民族国家发展自主性的倾向。正如多元现代

性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蒂内利（Ａｌｂｅｒｔｏ Ｍａｒｔｉｎｅｌｌｉ）指出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

理论“把分析集中在世界体系层面，尤其导致忽视了各种社会对外来文化要素

的反应和处理方式……总体来看，其对单一维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强调，

未能为全球范围内多元现代性的存在留下空间，这些现代性的多元形态在经济

和文化上以各种方式彼此息息相通，而不是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①。

第二，通过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视为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反身性

的表征，多元现代性理论实际上把现代性视为一种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未竟方

案”（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从而以现代化的反思性发展回应后现代主义所洞察的

问题。正如艾森斯塔特指出的，

现代性最初文化愿景的诸多（如果不是全部）组成部分，在过去十年左

右均受到了挑战。这些挑战声称现代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产生了后现代

的时代；这些挑战转而又受到像哈贝马斯这样的论者的挑战，后者声称各

种后现代的发展要么基本上构成了一种重复，即在现代性发轫之时就已存

在，但以新形式出现的现代性批判，要么构成了现代性不断演变的另一种

表现形式。事实上，可以说，这种激进的重新解释的趋向或潜力本身，就是

现代性（单数或复数）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②

因此，对多元现代性论者来说，后现代主义展开的过程“根本就不意味着

‘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继续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其强调了现代性的一些

独特特征，至多标志着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超现代’‘晚期现代’‘激进现代

性’‘第二现代性’或‘不完全的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③。

在后冷战时代，多元现代性论说提供了在“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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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关于现代化的第三种理论视野。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现代化

只能在西方文化情境中充分实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主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制“构成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那么，艾森

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则可以为不同社会探求适合自己文明遗产和文化传

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正如艾森斯塔特指出的：

当代舞台中的全球化过程，所牵涉的既不是“历史的终结”（在现代性

的不同文化方案之间所遭遇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然终结的意义上），亦不是

世俗化的西方在遭遇那些似乎决定退出或否弃现代性方案的社会时所呈

现的“文明的冲突”。全球化过程甚至也未构成对前现代的轴心文明诸问

题的某种回归———尽管这种回归是可能的。毋宁说，全球化的趋向最清楚

不过地表明了如下事项：对现代性之文化方案的持续重新解读；多元现代

性的建构；不同的群体和运动，按照它们自己新的表达方式，重新据有（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和重新界定现代性话语的尝试。①

作为早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就深度参与现代化理论论辩的理论家，艾森斯塔

特的多元现代性论说代表着从社会理论视角超越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学术努力。

因此，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关于多元现代性的社会理论论说。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的比较文明研究和宗教社会学思想、雅斯贝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关于“轴心

时代”的论说、其硕士导师马丁·布伯（Ｍａｒｔｉｎ Ｂｕｂｅｒ）关于人类创造性和道德韧

性（ｍｏ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的思考、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时所接触到

的希尔斯（Ｅｄｗａｒｄ Ｓｈｉｌｓ）关于社会秩序“中心—边缘”（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结构的

分析及将“中心”与韦伯“克里斯玛”（Ｃｈａｒｉｓｍａ）维度对接起来的思想等，构成了

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论说的主要理论资源。我们可以用如下三个紧密相关

的命题，勾画出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论说的内在理路。

１． 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强烈反身性”与现代性的可变性

在艾森斯塔特那里，“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具有一身二任的作用：一方面，它回

应了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关于“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能动者（ａｇｅｎｔ）”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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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味着艾森斯塔特是把“能动者”而非“结构”视为社会演化的基点；另一方

面，他把“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视为现代性作为独特文明———他所谓的“第二

轴心文明”———的内在核心要素，进而合乎逻辑地推演出现代性的可变性（ｖａｒ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在艾森斯塔特看来，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带来了关于人的能动性、自主

性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等观念的某些十分独特的转变。与此相适应，它亦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身性”（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或“深度的反身性”（ｄｅｅｐ ｒｅ

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意识：任何超越性愿景（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ｓ）和基本本体论观念的给

定性都是可以质疑的，人们可以以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通过自觉能动的活动

创造一个在他们看来美好的社会。①一言以蔽之，现代性所内在的人之能动性和

“强烈反身性”蕴含着现代性的可变性，必然导向“多元现代性”。

２． “制度企业家”在社会进化（现代化）中的能动作用

与凸显人的能动性相适应，艾森斯塔特认为，社会进化（现代化）不仅体现

为结构功能主义所看到的“结构分化”（劳动分工），超越劳动分工并充分体现人

之能动性的“精英功能”（ｅｌｉ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亦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他提出了在

新制度主义、新功能主义和进化制度主义等领域广为引用的一个概念———“制

度企业家”（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在艾森斯塔特看来，一个社会的“制度

企业家”主要由负责权力规制（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的政治精英、负责意义创造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的文化精英和负责信任构建（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的社会精

英等三类精英构成，他们代表着社会秩序建构的“克里斯玛”维度，其发展“可能

最接近于基因突变在社会中的类比物”②：就像韦伯所说的扳道员（ｓｗｉｔｃｈｍａｎ）

一样，他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一个社会“中

心—边缘”结构中最终赢得中心地位的“制度企业家”之间的联盟及其所承载的

文化取向，“把信任的构建、意义的提供、权力的规制同社会的劳动分工结合起

来，从而将社会秩序的克里斯玛维度制度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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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轴心文明”的超越秩序与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

艾森斯塔特关于“轴心文明”的论说，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多元现代性理论

的论证基点。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思想

突破，轴心时代文明的形成过程和历史结果均充分体现了社会进化中社会劳

动分工的结构分化与精英功能的分化之间的差别乃至矛盾。不唯如此，它还

在这些文明内部实现了超越秩序（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与世俗秩序（ｍｕｎｄａｎｅ

ｏｒｄｅｒｓ）之间鸿沟的制度化，并借由承载着某种文化和社会秩序模式的智识精英

［犹太教的预言家和教士、希腊的大哲学家、中国的儒士、印度教的婆罗门、佛教

的僧伽（Ｓａｎｇｈａ）和伊斯兰教的乌里玛（úｌａｍａ）①］为弥合超越秩序—世俗秩序

之间鸿沟的努力，而使这些文明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动力机制：围绕关于超越性

愿景的不同理解，社会秩序的中心与边缘持续互动、意识形态的正统与异端之

间此起彼落，推动着这些文明不断演化乃至更新迭代。②其二，现代性不仅脱胎

于古希腊和基督教轴心文明，而且本身又构成了“第二轴心文明”。与沃格林

（Ｅｒｉｃ Ｖｏｅｇｅｌｉｎ）把现代性的本质追溯至“赋予世间活动以救赎的意义”的诺斯替

主义（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ｓｍ，或译“灵知主义”）③相一致，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性在古希腊

和基督教文明母体中通过含有强烈灵知派成分的异端思想的转进得以形

成———换言之，是灵知派由异端擢升为正统、由边缘转为中心的结果。这种转

进主要发生在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期间，即英国内战，特别是美国和法国革

命及随后的时期。正是通过这几次革命，诺斯替教派的活动“从边缘的、隔绝的

社会区域中释放出来，不仅与叛乱、民众起义、抗议活动纠缠在一起，而且与中

心的政治斗争纠结起来。它们被转移到一般的政治运动及其中心场域，抗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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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不同于雅斯贝斯将“轴心时代”界定为公元前 ８世纪至公元前 ２世纪，艾森斯塔特认为，
轴心时代起至公元前 ５世纪，迨至基督教时代的 １世纪，同时他还把跃出轴心时代的伊斯兰文明
视同轴心文明等而观之。

艾森斯塔特在解释这种独特的文明发展动力机制的形成逻辑时指出：“一旦关于超越

秩序与世俗秩序间基本张力的观念，在一个社会（或至少在其中心的）获得充分承认和制度化，

对这种张力的任何定义和解决本身就变得问题丛生。这种观念通常包含着强烈的异质性甚至

是矛盾性的元素，以完全明确的方式对其进行的阐述亦产生了在侧重点、方向和解释上不同的

可能性，所有这些都被不同群体所承载的多元愿景的历史存在所强化。”参见 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３，ｐ．２０８。

参见［美］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宝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１３８页。



主题和象征成为位居中心的社会和政治象征主义的一个基本成分。这种转移

可称为第二轴心时代”①。其三，具有轴心文明遗产的国家会形成文明性（而非

政治性或族裔性）的集体认同，在现代转型中以捍卫其文明独特性构成其集体

认同建构的基点，从而使现代性大体上沿着文明疆域呈现为多元现代性的格

局。②在轴心文明中，集体认同建构的过程，常常是与作为自主且独特符号框架

之大传统的建构紧密相连的。③因此，轴心文明集体认同的建构内在地会走向一

种文明性的集体认同：“这种文明性集体认同之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是特定集体‘文明’意识或认同的发展，这与纯然的宗教性、政治性或‘族裔’

性意识或认同区别开来。这样的文明性集体认同或框架总是由诸多不同的政

治群体和族群组成的，同时不断地与这些单元发生碰撞和互动。”④当其与具有

西方希腊—基督教轴心文明渊源的现代性遭遇（特别是当这种遭遇还伴随着帝

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而被迫进行现代转型时，这些轴心文明国家常常会“针

对西方、针对一切被视为西方的东西散布一种明显的对抗情绪”，从而“不想按

新的霸权文明的条件融入进去，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根据本土传统或‘文明’

的需要利用新的全球性国际舞台和现代性”。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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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以］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７９—８０页。
艾森斯塔特曾较为具体地谈到了促进现代性之多元文化和政治方案形成的影响因素：

（１）一个社会在历史中形成并在其正统和异端表达中盛行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
（２）在其文明内部经由历史经验发展起来的制度形态模式，特别是当其遭遇其他文明之时的制
度形态模式；（３）一个社会随着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经济和政治结构之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过
程与现代性之基本前提间相互碰撞而发展起来的内在张力、动力机制和矛盾；（４）不同社会和文
明被纳入现代性国际体系的方式，以及其所面临的国际结构的性质；（５）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政
治和经济权力中心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对抗；（６）不断产生的霸权，而霸权的更迭又是随着经济、
政治、技术和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７）现代性的扩张导致了现代性方案的基本前提与在西欧、
北欧、欧洲其他地区及后来在美洲和亚洲发展起来的制度形态（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

文明、儒家文明和日本文明）之间的对抗。参见 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 Ｅｌｉｅｚｅｒ ＢｅｎＲａｆａｅｌ ａｎｄ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ｔｙ—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ｍａｇｅ ｔｏ Ｓｈｍｕｅｌ 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５，ｐｐ．４７—４８。

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Ｓｏｍ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１，Ｉｓｓｕｅ ２（１９９８），ｐ．２３６．

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３，ｐ．３８．
参见［以］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１０２页。



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尽管没有提供具有实体内容的政治发展理

论，却为非西方国家探求适合自己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模

式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它亦面临着诸多批评。其中，对政治发展来

说，一个较具挑战性的批评意见，是沃尔克·施密特（Ｖｏｌｋｅｒ Ｈ．Ｓｃｈｍｉｄｔ）以针锋

相对的“现代性的多样性”（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论说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多

元现代性论说赋予现代性以复数形态，在凸显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方案之多元

化的同时，丧失了对不同国家的现代性水平进行评判的普适性标准：

多元现代性取径不能充分认识到朝向现代的革命性转变，因为正如它

所做的那样（至少在某些版本中），它把不同文明之间可能假定更深刻的差

异追溯至大约 ２５００年前的轴心时代，而轴心时代的宗教、认识论和文化转

型被认为超越了现代和前现代，因而影响更为深刻：相较于较小或较大的

现代化程度来说，它们对当代社会的认同或观点有着更为重要和更为持久

的影响。①

因此，沃尔克·施密特所阐发的“现代性的多样性”理论，主张重新赋予

现代性以单数形态，将其多样性主要限定于制度层面（而非文化和政治层

面），即限定于现代性制度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的差异，进而不同国家现代性

水平之间的差异就可被视为“在共同的社会组织模式之内的家族差异性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②。

五、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分化与英格尔哈特的新现代化理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降，伴随着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崩塌，现代化理论内部开

始分化。诸多经典现代化理论家放弃了现代化理论范式，转向更具实践介入

性的专科性研究。但与此同时，亦不断有学者重拾现代化理论范式，阐发了各

种形式的新现代化理论（ｎｅｗ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或修正的现代化理论（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事实上，上节提到的沃尔克·施密特关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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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Ｖｏｌｋｅｒ Ｈ． Ｓｃｈｍｉｄ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４，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ｐ．８７—８８．

Ｉｂｉｄ． ｐ．８２．



性的多样性”的论说，即对抗多元现代性论说、捍卫现代化理论范式的一种学

术努力。①

（一）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分化

面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在知识领域和实践领域都面临根本挑战的局面，现代

化理论家开始反思自己早期的研究，从而推动着现代化理论内部的分化。自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家主要沿着以下三个方向分化。

１． 区域研究

就其学术旨趣来说，诸多现代化理论家转向了更为专业化的“区域研究”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早在现代化理论兴起之时，美国就兴起了区域研究。不过，随着

把非西方国家的均质性作为隐含前提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崩塌，更多的现代化

理论家开始转向更强调非西方异质性和特殊性的“区域研究”。吉尔曼曾把现

代化理论家退回到区域研究，戏谑地称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后回到乡村”。

他写道：

做出这种转向的前现代化理论家试图忘记，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

们曾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不客气地指出的那样，“将经验工作（特别是关

于过去的经验工作）降格为相对于所谓理论工作具有等级性的从属地位”。

７０年代中期，派伊声称，比较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一直认为自己是与区域研

究项目合作运行。尽管如此，许多现代化理论家重返区域研究项目，必定

感觉有点像是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后回到乡村。②

２． 公共政策转向

就其学术风格来说，诸多现代化理论家转向了更具操作性的政策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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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另一篇题为《现代性与多样性：对现代化理论与多元现代性之间争议的反思》的论文

中，施密特曾试图从捍卫现代化理论范式出发调和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张力：“随着现代性的中

心逐渐转移到非西方地区，西方‘定义’现代性的权力在式微。这就为新的阐释开辟了空间。随

着新的竞争者参与关于阐释的政治争斗（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可以肯定地预测，世界未来
对现代性的理解不仅与今天不同，而且会反映更为广泛的价值基础、经验基础和利益基础。”

Ｖｏｌｋｅｒ Ｈ．Ｓｃｈｍｉｄ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９，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５２９．

Ｎｉｌｓ Ｇｉｌｍ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５６．



而整体上推动了现代化理论的“公共政策转向”。关于“公共政策转向”，我借用

了黑格特的说法。根据他的分析，这与现代化理论的两个内在缺陷密不可分：

其一，现代化理论家只是口头上支持发展的多学科性质，特别是其非历史主义

的发展观和忽视经济作为发展问题之主要变量的倾向；其二，现代化理论不能

解释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绝大多数新兴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因此，“随着第一个发展十年后期笼罩的悲观情绪，现代化理论逐渐被描述为意

识形态上有污点的、方法论上不足的，也许最重要的是，政策上无效的”①。在政

治学领域，这便促进了现代化理论的公共政策转向：

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政治学都未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宏大理论”，以

充分解决第三世界的问题———无论是作为分析和方案（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还是

在政策层面，都是如此。这顺理成章地促使这样一种努力的产生：建立抽

象层次低得多但更具有经验基础的理论。这种情况的影响是双重的。首

先，政治学家们被劝诫在他们的工作中要有更大的政策相关性。这一点正

是伊斯顿（Ｄａｖｉｄ Ｅａｓｔｏｎ）在 １９６９ 年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演说中强调的。其

次，它导致了对经济学的重新重视：一些论者认为，经济学方法 １５０ 多年来

都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②

黑格特站在 １９８２年的时间节点，把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的公共政策转向与

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联系了起来。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审视伴随着经典现代化

理论崩塌而出现的公共政策转向，会发现它其实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它在很大

程度上标志着以建构宏大理论为旨趣的那种理论导向的学术风格在社会科学

领域的式微，相应地，以提供公共政策建议为旨趣的那种实践导向的学术风格

开始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新时尚，至今仍是如日方中的学术主流。

３． 新保守主义与社群主义

就其思想立场来说，现代化理论家主要分化为两个理论阵营：新保守主义

和社群主义 ／共同体主义。根据吉尔曼的分析，现代化理论家是导向新保守主

义还是社群主义，主要取决于他们认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何种基本假设最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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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新保守主义吸引了像阿尔蒙德、派伊和李普塞特（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Ｌｉｐｓｅｔ）这样的

现代化理论家，他们忠诚于理性、科学自主性、秩序等现代性价值观，但现在怀

疑现代化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他们倾向于同意丹尼尔·贝尔在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阐发的观点：现代主义的反抗文化侵蚀了对社会良性运

行必不可少的工作伦理和社会稳定性。社群主义则吸引了像贝拉（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ｌｌａｈ）和帕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这样的现代化理论家：如果说，贝拉从《德川时

代的宗教：前工业时代日本的价值观》（Ｔｏｋｕｇａｗ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Ｊａｐａｎ，１９５７）到《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ｆｅ，１９８５）完成了从现代化理论

家到社群主义者的转变，那么，帕特南从《政治精英的比较研究》（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１９７６）到《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群的衰落与

复兴》（Ｂｏｗｌｉｎｇ Ａｌｏｎｅ：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２０００）完

成了同样的转变。吉尔曼曾这样分析新保守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细微区别：

如果说新保守主义者继续将理性主义和科学权威作为现代性的核心

价值观，但拒绝将福利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可行目标，那么社群主义者则

做出了相反的选择。虽然社群主义者同意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现代

性“过分强调个人解放”导致了共同道德信条的破坏，并产生了“道德真

空”，但他们认为，这一错误的罪魁祸首在于这一假设：“理性”是对现代性

来说具有决定性的认知要素。①

（二） 英格尔哈特的新现代化理论

经典现代化理论崩塌以后，仍有诸多论者试图重建现代化理论范式。其

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英格尔哈特以“文化变迁”为基点阐发的新现代化理论。该

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成员的主流价值观总体

上经历了从“物质主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到“后物质主义”（ｐｏｓ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从

“世俗理性”（ｓｅｃｕ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到“自我表达”（ｓｅｌ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的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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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转型为民主的形成和有效运行创造了必要的文化条件。作为著名的“英

格尔哈特—韦尔泽世界文化地图”（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Ｗｅｌｚｅ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项

目的创立者和开发者，英格尔哈特毕生致力于文化价值观变迁的研究，在该领

域积攒了丰富的成果。鉴于他在与韦尔泽（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ｅｌｚｅｌ）合著的《现代化、文

化变迁与民主：人类发展的序列》较为系统地阐发了一种“修正的现代化理论”，

本文拟以该书为基础阐述其新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理论取向。

第一，将经典现代化理论扩展至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滕尼斯等现代社会

学奠基人的现代化论说，并主要与他们进行学术对话。英格尔哈特眼中的经典

现代化理论，不仅仅是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还包括该理

论赖以为基的马克思、韦伯等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关于现代化的论说。以历时 ２０

年（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年）之久、涵盖 ８１ 个社会和 ８５％世界人口的价值观调查获得的

实证数据为基础，英格尔哈特认为，马克思、韦伯等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现代化论

说的中心洞见是基本正确的，但仍有待改进。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倾向于

使人们更加世俗化、更具包容性、更易信任他人，同时更加强调自我表达、参与

和生活品质”①；但文化本身又具有“路径依赖性”，“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反映了现代化的驱动力与传统的阻滞影响之间的某种互动”②。韦伯关于世界

除魅和世俗理性价值观出现的论断部分正确，但它主要适用于工业社会这一早

期的现代化阶段，因为后工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后世俗

社会”（ｐｏｓｔ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涂尔干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滕尼斯关于

从“共同体 ／社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到“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等论说，亦基本把握住了社会

现代化的总体演进趋向，但它更适用于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实现“个体化”转向之

后的社会发展趋势。

第二，以现代化的“两阶段论”批判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趋同论”命题，进而

把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一道纳入“人类发展”的范畴。英格尔哈特认为，现

代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工业社会（大约从工业革命到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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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社会（从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至今）。如果说与前者相适应的世俗理性价值

观表征着“权威的世俗化”（ｓｅｃｕｌａｒ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那么与后者相适应的自我表达

价值观则意味着“从权威中解放出来”。后工业社会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并非不

再需要宗教，而是转变了宗教的职能：“后工业社会的公众越来越意识到科学技

术的风险和局限，最初关于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活关系的宗教问题再次成为焦

点。”于是，宗教的作用“从在不安全世界中提供绝对行为准则的制度化形式的

教条式宗教虔诚”，转变为“在几乎没有人饿死的社会中满足意义和目的需求的

个人化精神关切”。①英格尔哈特的上述论述，至少从两个方面挑战了经典现代

化理论的“趋同论”：其一，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变迁并没有不可逆的发展轨

迹，其变化主要受到民众生存条件的影响。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期待的世俗理性

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如果说工业革命所创造的非自然工作环

境加剧了宗教信仰的式微和世俗理性的兴起，那么，其所带来的流水线作业和

劳资阶级分化，不仅没有实现自由民主，反而凸显了“一致性和纪律”的价值取

向———唯有在个人自主和自我表达成为主导价值的后工业社会，才具备了实现

自由民主的充分条件。其二，现代化并没有带来西方化和美国化。就文化变迁

来说，美国反而是过去数十年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例外：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

国的传统和宗教价值观更为深厚。英格尔哈特进而把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

均纳入一个更大的范畴———人类发展———之中：

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跃升的自我表达和有效的民主共

同作用，它们（分别）提供手段、价值观和权利，使人们越来越有能力、意愿

和资格根据自己———相对不受外部约束———的自主选择来塑造自己的生

活。这个过程构成了“人类”的发展，因为它强调了人类最独特的能力：根

据自主选择做出决定和行动的能力。②

第三，凸显人类的生存条件和文化价值观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在英格尔哈

特的论述中，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依次构成了“人类发展的

序列”。换言之，我们可以以这样的因果关系箭头呈现三者的关系：经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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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安全）→文化变迁（自我表达的价值观）→政治变迁（民主制度）。“社会

经济的发展会促进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兴起，后者转而又会促进有效的民主。”①

民主秩序的建构与良好运行，有赖于特定文化价值观的配合。从传统价值观到

世俗理性价值观的文化转型，并不必然有利于民主秩序的运行。因为世俗理性

的价值观既可能以“生存性价值观”（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为导向，亦可能以“自我表

达的价值观”为导向，而只有后者与民主秩序的建构和运行之间有着可通过实

证检验的正向因果关系。其中的逻辑关系在于：一旦社会成员主观上普遍高度

重视选择时，必然会产生对于选择资格的要求；正是这种关于选择资格的要求，

推动着民主秩序的建构（在民主建构有待完成或完善的国家），或者“推动着对

精英更具有挑战性、更具有问题导向性和更具有直接性的民主形式”（在已经

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②一个社会通行的价值观，是其总体生存经验的反映。

一个人的生存安全的水平，优先于它对于自主选择的重视。在一个生存安全受

到挑战的匮乏社会，人们会普遍具有限制自我表达的生存性价值观。唯有在后

工业社会，人们始能普遍具有身体性的生存安全感，进而普遍形成自我表达的

价值观。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英格尔哈特实证导向的新现代化理论与艾森斯

塔特阐释取向的多元现代化理论，视为两种可以折长补短、互为增益的论说。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英格尔哈特“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取径，允许文明的边界以经

验性的方式出现，并允许异常现象突出文明变化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它沿着理

性主义和自主性这两个与多元现代性关于现代性的既有理解密切相关的指标，

并以某种具体但属于文化的方式（而不首先是制度或经济）来衡量现代性”③。

它们两者的互补性，还体现在我们可以用艾森斯塔特式的多元现代性论说，纠

偏英格尔哈特新现代化理论隐蔽的“趋同论”和乐观主义。英格尔哈特在反思

经典现代化理论“趋同论”和乐观主义的同时，或明或晦地支持了另一种“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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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乐观主义：他乐观地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经济条件的出现，所有的国家

都将无一例外地共享着一种自我表达的价值观，进而转型为自由民主政体。他

的这一观点，不仅是另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乐观主义，而且与其关于文化具有

路径依赖性的论说相抵牾：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真的具有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

性，那么，这种路径依赖性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对某种共享价值观出现的“延迟效

应”。相反，它极可能可以大到如艾森斯塔特所认识到的程度，以致足以能够

“不断地结晶出不同的现代观念和制度体系”①———除非我们师心自用地固守

一种福山式价值和制度层面的“历史终结论”，即一种仅仅局限于实践层面的

“多元现代性”，也即认为自由民主的价值和制度均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不同

国家只能“在实现这种价值和制度的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径上可以因时随地有所

不同”。

六、 “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前文以现代化理论的演进逻辑为线索，重点论述了阿尔蒙德、亨廷顿、福

山、艾森斯塔特和英格尔哈特这五位代表性学者的政治发展思想。在本文的最

后，我拟在整合这五位学者政治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初步阐发一种基于“民主社

会学”视野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 政治发展理论演化的三个线索

从前文关于现代化理论演化脉络的考察中，我们至少可以清理出如下三个

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演化线索。

１． 从“单一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

我们可以把“单一现代性”（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宽泛地界定为这样一种观

念：只有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制度和实践形态是现代性唯一合法的存在样态。

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早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家秉持此种“单一现代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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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多元现代性论者极而言之的“假想敌”而存在的。随着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风驰云卷之势席卷了苏东国家，后冷战时代的单一现代

性论说开始以更精致、也更隐蔽的方式出现。前述福山（包括英格尔哈特）最薄

版本即实践层面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其实是另一种升级版的单一现代性论说。

正是此种隐蔽的单一现代性论说，构成了多元现代性论者的真正对手：如果现

代性实现方式的多元性仅仅限于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径，与任何理念更新和制度

创新无涉，那么它就是打引号的、无关宏旨的。借用多元现代性的另一个代表

人物威特罗克（Ｂｊｒｎ Ｗｉｔｔｒｏｃｋ）的一个术语，这种升级版的单一现代性论说，体

现了一种“自由历史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立场：尽管非西方国家导向自由民

主的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径可以因时随地而不同，但没有任何理由期待它们能推

进超越自由民主制的“任何根本性的制度革新”①；因为借用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的话来说，“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也许已经完成了它所需要的最后一次概

念上的革命”②。

如果说福山和英格尔哈特以最薄版本的多元现代性实质上隐蔽地提供了

一种升级版的单一现代性论说，那么，艾森斯塔特更具整全性的多元现代性论

说就是多元现代性论说的正统形态，即统合了价值、制度和实践层面的多元现

代性。艾森斯塔特式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可以为非西方国家探求适合自己政治

与社会—历史条件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提供深厚的理论依据，但正如施密特的

“现代性的多样性”论说所批评的，它亦有消解现代性之规范性内涵的缺憾。如

果要为非西方社会在政治愿景上真正超越福山式价值和制度层面的“历史终结

论”保留想象和探索空间，我们不仅要秉持一种统合了价值、制度和实践层面的

整全性多元现代性观念，而且要为由非西方文化贡献、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价

值（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正义等）的其他新价值或价值组合，是否符合现代性

的基本精神确立必要的规范性标准，否则我们只能像艾森斯塔特那样，把那些

明显与现代文明精神相龃龉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或野蛮主义行为，悉数包罗进

“多元现代性”的大箩筐，并以现代性“处于永无止境的试验中”（科拉科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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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为由将其野蛮性一笔勾销———这样的多元现代性尽管足够“多元”，但牛骥

同皂、鱼龙混杂，已经失去了现代性应有的价值和品格。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

国要真正实现“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政治秩序的历史任务，那

么，在确保现代性之规范性内涵的基础上，阐发一种基于整全性多元现代性的

政治发展理论，就是中国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建构的基础课题。

２． 从“政治系统”到“找回国家”

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论者，主张把国家视为具有输出输入功

能的“政治系统”。但自亨廷顿开始重视政治秩序以后，国家本身的自主性和能

力开始受到重视。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以后，斯考切波（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领衔的

“找回国家学派”对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关注，迈克尔·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关

于把国家权力区分为“专制权力”（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和“基础权力”（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的著名论断①等，既可视为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延续和深化，亦在很大

程度上标志着“国家中心主义”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兴起。依斯考切波之见，结

构功能主义的“政治系统论”，体现了一种从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以来就在西方占

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的方法，其把国家视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并把它同那种对

国家特定宪法原则的枯燥无味、了无生机的法律形式主义研究相关联”。②斯考

切波把“找回国家”学派所主张的国家中心主义政治发展观，主要与二战后（特

别是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出现的三种社会政治现象联系起来：凯恩斯主义的

盛行；非西方国家简单复制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不可行；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

在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也更不确定的世界中遭遇巨大压力。正是延续亨廷顿“政

治秩序论”和斯考切波“找回国家”学派的思路，福山在其政治发展理论中明确

把国家能力与法治、民主问责制政府一道视为现代政治的三大支柱。

３． 从“宪法工程学”到“民主社会学”

政治发展理论的演化，还有第三条较为隐蔽的线索，即从“宪法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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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转向“民主社会学”。我把“宪法工程学”宽泛地界定

为以工程学思维看待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民主建构，即（排他性地）注重有

利于民主秩序建构和运行的政府形式（立法—行政关系）、地方分权（中央—地

方关系）、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基本宪法制度之建构的理论倾向。显然，结构

功能主义的政治发展观就容易导向这样一种“宪法工程学”思维，因为它会把基

本宪法制度建构的过程看作促进政治制度结构分化的过程。自亨廷顿保守主

义政治发展观登场以来，西方政治学界关于政治发展的论说越来越凸显对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社会条件的依赖。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论说自不待

言，英格尔哈特的新现代化理论亦明确强调了一国的政治文化对其民主建构的

影响。

对自我表达价值观和民主间之因果关系的广泛分析表明，因果箭头主

要从文化流向制度，而不是相反———它指向了在晚近的研究中备受争议的

一个问题。这些发现与这样一种说法相抵牾，即民主可以在任何社会中轻

易建立起来，而不管其潜隐的文化为何：有人声称，如果人们提供设计良好

的正式制度，民主的政治文化只是旁枝末节、无关紧要。与这一主张适成

对照，本书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民主化需要的不仅仅是强施正确的宪法。

这一结论，亦得到了从魏玛德国到苏联的各个继承国再到当代伊拉克等广

泛历史经验的支持。①

不仅如此，福山亦十分看重社会条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他把家族制复辟

当作政治衰败的两大表现之一（另一个是政治僵化）。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

把它解读为：福山把促进社会正义作为政治发展的社会条件，即民主秩序良性

运行的必要社会经济条件。福山同样十分看重“国族建设”（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并

将其视为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而国族建设就指向了共享的国族认同。同样，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解读为：福山把推进国族建设作为政治发展的社会

条件，即民主秩序良性运行的必要社会文化条件。我们可以把亨廷顿、福山、艾

森斯塔特和英格尔哈特等关于现代性（民主）依赖于特定社会条件的论说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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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作“民主社会学”①的理论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政治发展

演化的第三条线索称为从“宪法工程学”到“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转向。

（二） 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

上文对政治发展理论演化脉络的分析，已把我拟阐发的政治发展理论的两

个关键词凸显了出来：“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

不过，我所主张的多元现代性是兼具整全性和规范性的多元现代性。所谓

“整全性”，是指它同意艾森斯塔特的观点，认为现代性不仅是复数的，而且其文

化和政治方案具有价值、制度和实践层面整全性的多元性。其所蕴含的政治哲

学立场是：非西方国家不仅可以依据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自主探求

西方现代性价值（即由西方发扬光大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性价值）的

具体实现形式（即制度和实践模式），而且可以创造有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价值

的新的政治价值或价值组合。借用我在其他地方的一个区分来说，非西方国家

不仅可以探求适合自己的现代“政治价值观”（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即

关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性价值的观点，也即关于这些现代性价值之

具体规范性要求的观点及相应制度和实践模式），而且可以贡献新的政治价值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即有可能超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性价值的新价值

或价值组合。②就中国来说，如果说前者是由“现代性价值的中国化”实现的，那

么后者就是由“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完成的———唯其如此，我们始能“接榫、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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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曾把自己主张的审议民主理论称为一种“重构性的民主社会学”（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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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一种综合运用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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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进而确立兼具中国性和现代性的“他种现代性”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中国现代性。显然，与福山和英格尔哈特局限于实践层

面的多元现代性论说相比，这种整全性的多元现代性最大限度地为非西方社会

保留了理念革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开新的想象和探索空间。

多元现代性的延展形态具有统合价值、制度和实践层面的整全性，但其延

展形态的多元性并不能减损现代性本身的规范性内涵。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

实际存在的现代社会政治现象都应纳入现代性的范畴。唯有那些符合现代性

基本精神、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现代性之解放和文明潜能（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的文化和政治方案，始能作为“不断地结晶出不同的现代观

念和制度体系”的多元现代性事实予以对待。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威特罗克

把现代性视为“共同的全球条件”（ｃｏｍｍ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的观点：非西方社会

对现代性所包含的“那些承诺和制度结构的持续解释、再解释和转变，不能不考

虑现代性之全球条件的共同性”①。威特罗克以“期票”（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ｎｏｔｅ）作为隐

喻，来把握这种“共同的全球条件”：“现代性是一套期票，即一组希望和预期，这

种希望和预期蕴含着宏观社会制度可能要求的最低充分条件，不管这些制度在

其他方面有多大差别。”②哈贝马斯曾在对抗反现代主义（青年保守主义）、前现

代主义（旧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新保守主义）等三种保守主义的语境中，把

现代性视为一种“未竟的方案”，进而把它蕴含的规范性潜能称为“仍待兑现的

承诺”。正是这种现代性之未竟性，为现代性在理念上的革新、制度上的创新和

实践上的开新提供了可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性所蕴含的“仍待兑现的

承诺”，理解为威特罗克意义上的“期票”，进而将其作为现代性反思的“泛化参

照点”：“承诺”本身可以成为各种不同兑现方案的规范性参照。“泛化参考点一

词意味着期票不仅是旨在实现其理念的各种方案和提议的出发点。正因其成

为了泛化的参考点，它们也可以作为那些相反提议的出发点，以及那些重振旧

制度形式中所包含期票之努力的出发点。”③哈贝马斯就曾为超越西方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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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供了这样一个“相反提议”：“如果社会现代化也可转变为其他非资本主

义的方向，并且如果生活世界能够以某种方式———当前生活世界发挥作用的方

式，是被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自主的系统机制所抑制的———发展出属于自己的

制度”①，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兑现现代性“仍待兑现的承诺”，从而超越西方现代

性。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以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能动地创

造美好社会政治秩序的谋划。因此，现代性的规范性潜能远未枯竭，其历史亦

远未终结。为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高扬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

现代性价值固然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但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本

身还有诸多有待超克的阴暗面。我在前文中之所以为现代性的潜能添加了“解

放”和“文明”这两个限定词，正是因为这两个潜能是内在于现代性的“期票”或

“仍待兑现的诺言”的，因而是非西方社会可能做出文明贡献的两个维度。言其

“解放”，乃因为与现代化相伴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族国家制度和工业

化的动力机制，在为人类带来秩序和繁荣的同时，亦是产生支配和压迫的温床：

作为实际上分别以利益 ／利润和国籍为区隔媒介所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区隔机

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具有内在的、相对于被区隔对象（法农所谓

的“地球上的不幸者”或罗尔斯所谓的“社会最不利者”和外国人）的支配性②；

工业化所带来的劳资阶级分化和对立，更是现代社会压迫的典型形态。言其

“文明”，乃因为由西方文明塑造的现代化进程，非但未能克服人的野蛮性，反而

把人的质野性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对“社会最不利者”的压迫、对外人（陌生

人、外圈人、外族人和外国人等）的敌意、对自然的无限掠夺、对地球的无限开

发、对神性的僭越、对卓越（ａｒｅｔｅ）的夷平等等不一而足。显然，对这些亟待挖掘

的“解放”和“文明”潜能来说，西方文明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问题所在。如

何进一步发掘现代性所内在的“解放”“文明”潜能，是非西方社会在探索自己有

别于西方的多元现代性道路中，有可能做出文明贡献的两个方面。

８４

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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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的“民主社会学”，借鉴了亨廷顿、福山、艾森斯塔特和英格尔哈特

论者等关于现代性（民主）依赖于特定社会条件的观点，但我主张把“特定社会

条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殊。首先，我建议把政治发展从逻辑上区分为两类不

同课题：关涉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政治发展与涉及现代政治秩序（民主秩序）运

行的政治发展。如果说现代政治发展的核心课题是建构民主，那么现代政治秩

序运行实质上就是民主秩序的运行。把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与现代民主秩序

的运行区分开来，有助于我们把握政治发展课题的不同性质：作为现代政治发

展的革命性事项，前者在性质上属于政治共同体的“立宪”范畴；作为现代政治

发展的常态性事项，后者在性质上常常属于政治共同体的“立法”或“立教”范

畴。在区分政治发展不同性质的课题的基础上，我主张把影响政治发展的“特

定社会条件”，区分为影响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社会条件与影响现代民主秩序

运行的社会条件，进而再根据其所服务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不同政治属性把前者

区分为社会共识基础与社会情境依赖，根据影响现代民主秩序运行的不同功能

条件把后者区分为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因此，本文所谓的“民主社

会学”，实质就是从现代政治秩序的社会共识基础和社会情境依赖、影响现代民

主秩序运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等四个社会学向度，综合把握政治

发展的理论视野。

（三） “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我们不妨先把“民主社会学”视野下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列入下表，然

后再阐述其中的学理问题。

表 １　 “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政治发展

的两个

维度

“民主社

会学”的

诸向度

政治发展

的目标

政治发展

的任务

超克的

理论模式

超克的

思想立场

政治发展

的任务

性质

现代政治

秩序的

建构

社会情境

依赖

确保政治秩

序的有效性
国家建设 宪法工程学

去情境化的

普遍主义

社会共识

基础

确保政治秩

序的合法性
民主建构

霍布斯式“机

械论”政治观

封闭的国家

特殊论

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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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治发展

的两个

维度

“民主社

会学”的

诸向度

政治发展

的目标

政治发展

的任务

超克的

理论模式

超克的

思想立场

政治发展

的任务

性质

现代民主秩

序的运行

社会经济

条件

确保有效民

主秩序的社

会经济基础

社会正义

“中立论自由

主义Ⅰ”（社
会经济层面的

国家中立论）

资本主义

民主
立法

社会文化

条件

确保有效民

主秩序的社

会文化基础

社会团结

“中立论自由

主义Ⅱ”（文
化层面的国家

中立论）

自由主义

民主
立教

　 　 １． 关于政治秩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关于有效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和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区分，本文借鉴自同属现

代化理论家的李普塞特。他在《政治人》中对两者进行了明确区分：“有效性是

指实际绩效，即政治系统满足大多数居民及像大企业或武装力量这样的强势团

体所期待的政府基本职能的程度。合法性关涉的是政治系统产生并维持既有

政治制度是最适合的这种信念的能力。”①

一般而言，政治秩序的有效性表征着其社会情境依赖。唯有将政治秩序的

建构与特定时空的社会情境高度结合起来，政治秩序方始具有有效性。在前现

代社会，政治秩序具有情境依赖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文化传统构成了所

有前现代社会的运行基础。只是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革

命乌托邦主义和社会改造运动的兴起，社会情境（特别是文化传统）开始在普遍

主义现代性谋划的名义下成为超克和改造的对象。中国在民国初年的民主共

和实践，就是政治秩序脱离了社会情境、进而缺乏有效性的典型例证。政治秩

序的合法性则表征着其社会共识基础。唯具有充分的社会共识基础，政治秩序

方始具有合法性。在现代世俗政治条件下，“共识”（以及必要的妥协）是社会成

员以非暴力、合道德的方式处理分歧、协调意志的（唯一）凭借。因此，由政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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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及相关立法所塑造的政治秩序要想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必须具有充分的社会

共识基础。在现代条件下，这种社会共识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参与确保

的。在其他场合，我曾从“后习俗道德意识结构”的确立、从“自然 ／天理到（理

性）意志”政治合法化模式的古今之变、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等三个方面分析了

促进公共参与的文化、政治和社会条件。①如果说在工业社会的生存条件下社会

成员普遍形成以基于原则的、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为范型的“后习俗道德意识

结构”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前述英格尔哈尔的实证研究其实表明，在

后工业社会条件下，伴随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兴起，它已经现实地存在于社会成

员的道德意识中（现代条件下的“自我表达”，本身就是援引和诉诸普遍主义道

德原则的表达）。

民主社会学对现代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赖与社会共识基础的等而视之，

把它与其他典型的理论模式和思想立场区别开来。就其对现代政治秩序之社

会情境依赖的把握来说，民主社会学视角不同于聚焦于宪制变革和政制建构的

“宪法工程学”———后者把宪制变革和政制建构视为民主建构的核心要素，认为

民主发展的关键在于对“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进行有目的的设计”②。就其

对现代政治秩序之社会共识基础的把握来说，民主社会学视角相对于“政治机

械论”，即认为国家权力是封闭运行的机械体系，与公民参与无涉。这种政治机

械论，秉持的是阿伦特所批评的那种“霍布斯式的机械论世界观”。它把国家视

为“一个像钟表那样通过发条和齿轮转动（自身）的自动装置”③，因此，政治决

策被认为是具有封闭性的“制作”（ｍａｋｉｎｇ）过程的结果，而与匿名化、复数性的

社会成员“行动”（ａｃｔｉｏｎ）无关。就思想立场来说，凸显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

赖，把民主社会学同那种与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去情境化的普遍主

义”区别开来，而强调政治秩序的社会共识基础，则把民主社会学同那种以民族

性压制现代性的“封闭的国家特殊论”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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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社会共识基础）相适应的政治发展课题是民

主建构，那么与政治秩序的有效性（社会情境依赖）相适应的政治发展课题则是

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充分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一定是凝聚完备的社会共识而建

立起广泛公共参与、具备民主基础的政治秩序。一个具有充分有效性的政治秩

序，一定是基于自身独特的社会情境（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而建立起有效国

家、具有强健国家能力的政治秩序。

现代政治秩序的有效性可以促进，也可能消解其合法性。政治秩序的有效

性常常可以促进其合法性的积攒，从而形成“以有效性积攒合法性”或“基于有

效性的合法性”的政治发展模式。①之所以可以形成“以有效性积攒合法性”的

模式，乃因为与合法性相比，有效性更符合政治秩序之为政治秩序的存在目的。

因此，相较于一个有充分合法性但国家能力欠缺的社会，人们更愿意生活在一

个面临合法性赤字但具有完备国家能力的社会。所谓的“政绩合法性”（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就体现了“基于有效性的合法性”的政治机理。正如李普

塞特指出的，“持续几代人的长期有效性可以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在现代

世界，这种有效性主要意味着持续的经济增长”②。反过来，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常常并不能促进其有效性。这在根本上是因为：合法性是一种评价性的政治价

值，而有效性则是一种工具性的政治价值；与评价性价值可能受其工具性表现

影响不同，工具性价值则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在标准，仅以其是否完成预定目标

为评判标准。因此，政治秩序的有效性具有相对独立性，只与国家能力自相关。

不过，“基于有效性的合法性”并不可靠，而这种不可靠根源于现代条件下政治

秩序有效性本身的不可靠：在全球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发展

既要受到内在经济周期的影响，亦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乃至超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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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基本形成了“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的政治发展

模式，其方式是通过在政治系统结构与功能的自我完善、有效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与预防危机

和驾驭风险等政治发展实践中不断累积政治合法性：“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选择是以调整利益

格局为出发点的，其战略意图是要通过有效的政治创造有效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在这个过程

在满足人们对民主的价值追求，以累积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合法性。”林尚立：《建构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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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自然环境，同时纠偏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规制和再分配举措本身又常常面

临着“穷人患不均、富人患不安、实施者自肥”的治理困境，这意味着任何国家都

无法或无力长期确保其经济发展水平，并确保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从而也

就不可能长期保有政绩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相对的、近似的政治有效

性，没有绝对的、完全的政治有效性。正是在相对的政治有效性的映衬下，政治

合法性内在的独立价值便显现了出来。由于符合“承诺应当信守”“对自己的选

择负责”等自然法原则和“自我立法”“同意”等政治哲学原则，即使面对政治有

效性受到挑战的情形，只要社会成员以公民身份参与了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的

形成过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就是有保障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秩序的有

效性亦可能会消解其合法性。一个具有充分有效性但面临合法性赤字的政治

秩序，常常对应着国家能力强大但较少受到民主法治监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

家，由于缺乏民主法治的刚性约束，主要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及附随的纪律

约束确保国家权力运行服务于人民利益。这种“动员型”的约束一旦松懈或在

运行中走样，强大的国家能力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侵害人民利益的“利维坦”。

政治秩序的有效性可以积攒合法性，端赖于这种有效性能不折不扣地服务于人

民福祉；否则，它不仅不会促进、反而会消解其合法性。

对非西方国家来说，面对政治秩序有效性（国家建设）与合法性（民主建构）

之间的张力，探索适合自己的民主秩序始终是其绕不过去的政治发展课题。这

里的难点在于，就像民主建构本身依赖于国家建设一样，民主秩序尽管是社会

共识的凝聚和形成机制，但其本身亦面临着有效性问题，因此，其建构本身也具

有社会情境依赖。不仅如此，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影响其运行的社会经济条

件和社会文化条件同样也应纳入政治秩序建构的视野中。一种较为稳健的思

路，是通过公共商谈使此种程序主义民主达致“基于共识的情境主义”，建设性

地化解政治秩序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张力。其所蕴含的政治哲学逻辑是：非

西方国家完全可以探求适合自己社会情境的“他种现代性”，但这一“他种现代

性”要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就需要在政治共同体内部获得充分的公共证成（或者

至少具有获得公共证成的巨大潜力），从而确保其建立在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同

意”之上。这种具有公共证成基础的情境主义模式是一种“基于共识的情境主

义”，在面对复杂的现代转型情势时，它是可以兼顾民主合法化之政治机理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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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有效性之实践要求，同时无涉其他重大争议性政治变革举措的程序性制度安

排。而且，这种程序主义民主还可以就政治共同体采用何种更具实质性的民主

制度进行公共商谈，从而为探求有别于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型民主理念和民主制

度提供兼具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政治基础。

２． 关于民主秩序运行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

之所以把民主秩序运行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纳入政治发展的

视野，乃因为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接纳”和“相互接受”（赵汀阳语）构

成了民主秩序良性运行的社会基础，而这种“相互接纳”和“相互接受”的实现，

分别有赖于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和特定社会文化条件的成就：社会正义得以大体

实现和集体（政治和文化）认同获得充分彰显。如果说，对话者之间的相互接受

涉及达致理解和共识的共享“前理解”（ｐ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那么他们之间的互

相接纳则关涉他们之间的平等地位（特别是大体上的经济平等）———两者一道，

共同构成了理性的沟通进而公共参与得以顺利进行的程序性前提。

马克思是最为深刻地洞察到社会经济条件不平等对实质民主之影响的思

想家。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是“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

袭特权”。“平等原则……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

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

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①社会经

济不平等对民主（政治参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条件对公民政治参与意愿

和能力的制约，而且体现为对政治参与质量的影响。即使假定所有的社会阶层

都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的意愿和能力，但如果参与双方处于支配—被支配的社会

结构中，他们势必也难以———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就公共问题（政治和法

律问题）达成相互理解乃至共识。唯有社会各阶层形成相互融合的社会结构，

社会成员之间始能相互接纳，进而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达成相互理解乃至共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在英语世界的领军人物南茜·弗雷泽（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指出：“参与平等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系统的社会不平等已被根除。这并

不意味着每个人必须确切地具有同样的收入，但它确实要求与系统产生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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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被支配关系不一致的某种大体上的平等……政治民主要求实质上的社会

平等。”①

在其他场合，我曾主要基于论述“相互接纳”的需要，把赵汀阳对哈贝马斯

沟通行动理论程序逻辑的改造（理性沟通→互相理解→互相接受→一致同意）

做了这样的修改：互相接纳→理性沟通→互相理解→达成共识。②现在看来，应

当把赵汀阳所谓的“相互接受”作为共享（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前理解”吸纳进

来。如是理解，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尽管可能不完美但）有效沟通的程序逻辑铺

陈如下：相互接纳→相互接受→理性沟通→互相理解→达成共识。与赵汀阳不

同，我不是把相互接受理解为处于理性能力之外且带有观念论的神秘色彩的

“心的接受”，而是把它界定为社会成员间基于共享（政治和文化）认同所形成的

“前理解”。在政治领域，这种共享的“前理解”，既包括有助于维护政治统一和

政治稳定的公共或共同政治文化，即由其宪法规定的宪制原则，亦包括助益于

维系政治共同体内部之社会团结的集体文化认同［大致对应于托克维尔意义上

“民情”（ｍｏｅｕｒｓ）］，即由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在理想情况下，这

种由共享政治和文化认同构成的“前理解”，是作为公共商谈的前提或共享视域而

存在的，不应成为公共商谈的对象；一旦它们成为公共商谈的对象，就意味着政治

共同体正在遭遇宪制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在此种条件下，无论其政治秩序是否

完成民主化，都难以运行良好。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成员基于共享政治和文化认

同的相互接受，与基于经济平等的相互接纳一道，构成了公共商谈的程序性前

提。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唯有首先“化敌为友”（相互接纳），人们始能进一步“友

友与共”（相互接受）地进行政治合作（理性沟通，进而达致相互理解和共识）。

若我们把民主秩序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纳入政治发展的视野，

我们便可将自由主义的两种典型理论模式区分开来。如果说，以晚期罗尔斯为

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把文化多元问题悬置起来，那么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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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则主张把文化多元和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均括置起来———其中，前者对

应于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后者则比前者走得更远，是典型的资本主

义民主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论者通常把文化层面的“国家中立性”（ｓｔａｔ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原则视为自由主义的基础原则统而论之，但我们其实可以分辨出两种

不同版本的“中立论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中立论自由主义Ⅰ”，同时

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和文化放任主义；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中立论自由主义Ⅱ”，

则反对经济放任主义、赞成文化放任主义。与此相对，民主社会学主张把影响民

主秩序运行的社会经济条件（社会正义）和社会文化条件（社会团结）悉数纳入政

治发展的理论视野。考虑到西方主流民主模式奉文化放任主义，乃至经济放任主

义的国家中立性原则为圭臬，此种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学实际上为非西方国家探求

超越西方主流民主模式保留了想象和探索空间。不过，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

条件之间并非不分轩轾，而是前者比后者更为基础。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性，不

仅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

物主义原则中推演出来，还可以从前述英格尔哈特的实证调查中获得验证。

尽管本文把现代民主秩序的运行与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相提并论，但后者

其实是比前者更为根本的政治发展课题。这种根本性体现在：对于现代政治秩

序仍待建构的国家来说，影响现代民主秩序运行的社会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可纳

入政治秩序有效性的范畴，进而应纳入政治秩序建构的视野中。换言之，应当

以建构政治秩序的视野和方法对待影响民主秩序运行的社会要素：建立促进社

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的政治制度，同样需具有社会情境依赖，当然它们也不能排

斥社会共识的检验。在这个意义上，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的政治发展课题

可以被国家建设吸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评判国家能力和政治有效性的

两个指标。

本文从民主社会学视角列举了政治发展的四个基本课题：国家建设、民主

建构、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如果考虑到实现社会正义的前提是促进经济发

展，我们也可把经济发展作为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纳入进来。随之而来的，便

是这样一个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在国家建设、民主建构、经济发展、社会正义

和社会团结这五项关涉政治发展的议程中，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战略选择和战略

步骤？这一问题尽管超出了本文的题旨之外，但同样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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